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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說中國不好，不能說外國好」：中國大陸出版業「逃避統治的藝

術」

2022年中國大陸出版的新書品種數較2021年減少2.5萬種，其中原創新書減少5000種，引進新書減少2萬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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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下稱《叫魂》）繼續在北京萬聖書園2023年3月的暢銷書排行榜中佔

有一席之地。

自2022年5月登頂中國大陸這一最知名獨立書店每月暢銷書榜首以來，《叫魂》已連續上榜11個月。 


《叫魂》於1990年首次出版，該書描寫了清朝乾隆年間一項名為」叫魂「的妖術引發的社會恐慌，重點分

析了事件背後從帝王到基層官員之間多層級官僚的運作機制，展示了恐慌與流言如何攪動」盛世「的王朝

政治。對於這本書至今被讀者追捧的現象，書評作者吳清翔評價道，這就是圖書的生命力所在，「當然在

有些人眼中，這也正是圖書恐怖的地方」，他補充說。

與《叫魂》在萬聖書園的霸屏截然相反，中信書店和西西弗書店這兩家大型連鎖書店早在2022年10月前

後便已將該書悄然撤下。

而與有形的消亡相比，無形的消失更易蠱惑人心。

2023年3月，中國大陸一家專注圖書行業諮詢的商業機構發布《2022年圖書零售市場年度報告》，顯示

2022年中國大陸出版的新書品種數相較2021年減少2.5萬種，其中原創新書減少5000種，引進新書減少

2萬種。


新書品種的減少對大衆而言無從覺察，但獲得出版資格的圖書所傳遞的內核卻在潛移默化中慢慢滲透進公

衆認知的肌理。

對於減少的新書品類，多位圖書編輯總結稱，近兩年來，大環境所迫，出書的一大原則是「不能說中國不

好，以及不能說外國好」。

萬聖書園的創辦人劉蘇里將圖書出版行業面臨的這種境況形容為「水已經淹到了脖子」。作為萬聖書園的

創始人，他在竭力呼籲出版機構不要讓一些書消失，「要讓知識的池子、思想觀念的池子、藝術文化的池

子，保持一定的濃度，這樣在有人願意跳到池子裏後，才不至於喘不過氣」。

被壟斷的敘事權力 


「沒有人會哀悼舊中國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當時的標準，它所造成的社會

傷害也已超出了僅僅壓碎幾個無依無助的遊民踝骨的程度。」

孔飛力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在吳清翔看來，《叫魂》帶給大衆的情感共鳴根植於疫情三年公權力的肆無忌憚，只是人們苦於找不到新

近發行出版的相關圖書來進行知識情感寄託，轉而只能在故紙堆裏尋找現實的映射。

「對於疫情期間的所作所為，官方迄今沒有任何反思，徒留大衆自行癒合傷口。但是不反思、不追責，強

行假裝過去三年的種種事件沒有發生，並不意味着這段歷史可以蕩然無存。《叫魂》的再次暢銷，在一定

程度上來說便是公衆的『追責』。」

2023年4月1日，上海封城一週年之際，有讀者指出此刻重讀《叫魂》，可以將200多年前的歷史與當代史

無縫融合，並戲稱這本書的現代名稱完全可以改為《清零：2022年中國的荒誕社會》。

《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攝：LCT/端傳媒

但這也僅是民間很小範圍內、極具影射意味的「追責」。事實上，中國大陸的學者、作家在《方方日記》

之後再無人公開寫作出版關於疫情防控、公權力失控的書籍。這意味着，到目前為止，對於剛剛過去的三

年，中國知識界沒有成體系的記錄文本留存。



在周曉看來，這是國家權力壟斷公共敘述的一個鮮明例證，並表示：「那減少的幾千種原創圖書中，也許

就有中國知識分子想要就疫情管控所做的公開表達，只不過他們被剝奪了敘述的權力。」

周曉是一家知名出版公司的圖書編輯，在他的認知中，對國家權力的忌憚早已是中國出版業的傳統。他對

民營出版機構絕對不能觸碰的禁忌隨手拈來：「包括黨史在內的近代史、國家領導人的傳記、民族問題等

等都屬於絕對的禁忌。」

這些禁忌在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印發的相關規定中有明確表述，其中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等方面的內

容選題；中國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重大事件、重大決策過程、重要人物選題；專門或集中反映、評價「文化

大革命」等歷史和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選題；反映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經濟、政

治、歷史、文化、重要社會事務等選題；涉及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時期重大事件和主要領導人選題等12

個方向的選題內容被稱為重大選題，需要向國家有關部門備案，未經備案批准的，不得出版發行。

與上述規定的明文訓示相互配合，逐漸收緊的潛在隱形規則也在發揮着越來越震懾人心的作用。 


李佳明形容這種收緊為「風聲鶴唳」，「沒有任何人告訴你出版的尺度在哪裏，而是對所有可能敏感的題

材採取『一刀切』的政策，即一律不許出。」

李佳明同樣是一名資深的圖書編輯，曾着手策劃過幾本關於納粹德國的圖書，但在層層審核中，無疾而

終。「從始至終都沒有人告訴我不能出的原因是什麼，給人感覺這就是審核部門的任意而為，所以有時候

出書真的靠的是運氣。」

在周曉看來，這種從不明確告知原因的做法，大概是審核部門害怕留下把柄，不希望相關審核意見被二次

發酵，想要低調處理審查事宜的手段。「畢竟對文化產業的重拳出擊折射出的是權力的狂妄、魯莽與肆

意，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

不過在劉蘇里眼裏，對圖書的「迫害」和設置的禁忌，更像是一種固有的「民族基因」，一種從「焚書坑

儒」延續下來的權力對「求知」的恐懼。這種恐懼讓審查暗箱中的手起刀落變得更加殘酷。

周曉和李佳明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即關於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圖書越來越難出版了，「尤其是關於東歐社會

主義國家歷史的書。放在十年前，這是不可想象的。至於不讓出的原因，我同樣只能猜測，因為這些國家

同樣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其中很多國家甚至制度已經失敗了，官方應該是害怕相關書籍會影射一些什

麼，比如社會主義制度的缺陷、以社會主義之名施行的人道主義災難。」李佳明指出。

作為中國最負盛名和影響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國曾分別在2014年和2016年出版了「蘇聯三部曲」——

《蘇聯的最後一天：莫斯科 1991年12月25日》《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古拉格之



《蘇聯的最後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古拉格之

戀：一個愛情與求生的真實故事》，這三本書被收納進理想國譯叢系列。但在2017年這幾本書便淪為「禁

書」，被從各大書店下架，並被禁止印刷發行。

對於出版這些圖書的初衷，曾在理想國工作過的徐明生直言：「十年前，中國崛起的聲浪非常大，而崛起

的聲音發出之後，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與之前不再相同。但世界究竟是怎樣的，我們仍舊需要去解讀、

去了解。此外，世界上很多國家也都和中國一樣面臨着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如何處理『國家傷痕』（例

如文革遺傷），我們需要去學習他人的經驗，這可以讓我們變得更強大。」

如今，對於自己的身份定位，徐明生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坦承：「就是一個圖書販子」。而理想國初創時，

在對別人提及「理想國」這一名稱時，徐明生會感覺不好意思，即使這個名字凝聚了理想國創始團隊的情

懷與抱負，他仍擔心這個品牌難以承受這三個字所蘊含的社會寄託。

另一面，有台灣學者曾致電理想國編輯部，指出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是一個思想禁錮、封閉的世界，是蘇

聯式的烏托邦，中國共產黨也曾宣揚要建設一個這樣理想國。因此，為擺脫這個名字可能的負面影響，在

思考其相應的英文名稱時，查閱大量資料後，理想國當時的負責人決定採用「Imagine」，「想象另一種

可能」，徐明生說。

理想國譯叢系列。攝：LCT/端傳媒



「此書不禁，恐危及國本」 


「將國家與百姓對立起來，強調國家的富強必須建立在百姓的愚昧與貧窮之

上，這是商鞅變法的核心理論。百姓越弱、越愚，國家就越強越穩定，這是

商變法的核心邏輯。」

徐明生不喜歡「啓蒙」一詞。 


「『啓蒙』預設了別人就是愚昧的，這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所以我們後來採取了『退卻』的心態，將

理想國的編輯方針改為了『點亮』。就像一根火柴點燃後，火光雖小，但是光亮卻可以傳遞。這恰似那些

書，沒有想象中那麼強大的力量，但光亮卻從未消失。」

「蘇聯三部曲」在二手書網站已被炒到近千元的價格。不過周曉認為，願意花上千塊去買一本書的人終究

是少數，在二手書網站圍觀的更多的是帶着獵奇心態、想去一探「禁書」究竟長什麼樣的年輕人。

但所謂「禁書」正在從源頭被扼殺，圖書多樣性的大門也正在被關閉。 


中信出版社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表示，2022年出版社接到通知，被相關部門要求需提升原創新書

的佔比，這意味着從國外引進圖書的數量將被縮減。

這一信息有數據作為支撐，2022年中國大陸原創新書的碼洋（指全部圖書定價總額）佔比超過了30%。

「結合2022年減少的上萬種圖書，這個數字並不能說明中國出版業原創能力的提升，而是圖書引進在進一

步收緊。」上述工作人員表示。對於這種操作的初衷，他坦言，國家層面想要宣傳中國文化、提升文化自

信，減少外國圖書的引進是其中的一種方式。

而李佳明在工作過程中也清晰覺察到美國作者與台灣作者的書出版難度在不斷增大。「原因同樣只能猜

測，前者估計是因為中美貿易戰，後者則是台海局勢不穩定。」

這昭示着，在中國大陸，圖書出版正在被國家情緒裹挾，步履踉蹌。 


諶旭彬 《秦制兩千年》



一個例子是，美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副教授Tobie Meyer Fong（中譯「梅爾清」）撰寫的《躁動的亡

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繁體中文版已於2020年6月在台灣出版，簡體中文版的版權被浙

江大學出版社購買，但直至2022年版權到期仍未能出版發行。

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態度並不明晰，多呈曖昧、糾結的姿態。包括太平天國運動在內的

農民起義，一度曾被官方渲染為底層人民反抗暴政壓迫的正面案例，這種說辭在一定程度上會烘托出中國

共產黨通過農民運動奪取政權行為的合法性。但近年來，這種底層人民通過暴力奪權的事件不再被推崇，

吳清翔認為這或許是《躁動的亡魂》一書難以被引進的直接原因。

「等國家再次需要通過農民起義來為政黨正名或者宣揚共產黨正面戰場的作用的時候，或許這本書就能夠

出版了。」中信出版社上述工作人員表示。

而國家意志的展現相比於無法出版的圖書，在已出版的圖書上體現的更加赤裸。 


2021年1月，美國作者喬治·帕克的《下沉年代》一書在中國大陸出版，在出版一年後的2022年火爆各大

書店暢銷書榜單。這本書描寫了美國的經濟衰退對普通人帶來的影響，勾勒了華爾街、曼哈頓和好萊塢之

外的美國底層社會。

對於這本書的過審及火爆，李佳明分析稱，除了作者本人卓越的表達能力呈現出來的文本吸引力外，這本

書陰差陽錯的「迎合」了當下國家的主流敘事兼國人的心態，即「美國也沒有那麼好」、「美國不行

了」、「美國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美式民主已經破產了」。

但與充滿民族主義論調的追捧不同，仔細閱讀這本書不難發現，該書文字背後蘊含了一個文明的自我反

思。而能夠容納自我覆盤與調試的社會，本身便具有極強的生命力。

但這種反思卻被直接無視了。「我們現在的主流導向是將別人對自身的檢視當做攻擊對方的武器，這是本

末倒置了。」李佳明表示。

「自省」在劉蘇里看來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如果一個民族無法容納批評，沒有自省的能力，是無法

提升自己的，更遑論邁入現代社會。」

而在當下中國社會，「包容」與「自省」恰恰是最為缺失的。在外國圖書的引進難度加大及審核標準更具

功利性後，它山之石再難以攻玉。

但這並沒有阻擋知識群體求知的渴望。 




美國作者喬治·帕克的《下沉年代》。攝：LCT/端傳媒

同樣在2021年，作家諶旭彬的《秦制兩千年》出版，這本書一經面世，便引發熱議。在褒貶不一的爭論

中，迅速擠進暢銷書榜單。

這本書通篇講述了從秦至清的中國封建王朝的帝王弄權與馭民之術，其中一個段落被很多讀者在電子閱讀

平台上進行了標記：「最好的統治者會讓百姓感覺不到他的存在（因為他完全不搞事）；一般的統治者會

讓百姓喜歡他、讚譽他（做一些對百姓有好處的事）；壞的統治者會讓百姓畏懼他（以嚴刑峻法壓迫百

姓）；最壞的統治者會讓百姓恨他、罵他、詛咒他（以暴力控制、榨取、迫害百姓）」。

不喜歡這本書的人認為這本書的「二分法」過於簡單粗暴，並沒有將很多有必要告知讀者的概念細化，取

而代之的是先入為主的、籠統的輸出了作者的個人判斷；喜歡這本書的人則認為，該書直接明瞭的勾勒出

了中國古代王朝的治國之道，而這種對國家和人民的治理手段放在當下毫無違和感。豆瓣上一則對這本書

的高贊評論為「此書不禁，恐危及國本」，該評論現在已被刪除。

逃避統治的藝術 




「後斯大林主義時期，國家並不禁止唯我主義的藝術，國家要求每件藝術作

品明確政治立場。禁止乃是一個預設條件：藝術作品須與它的社會背景相聯

繫。它必須在御用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對於《秦制兩千年》沒有被禁的原因，周曉猜測這本書在進行選題報備的時候，出版社應該是將其歸納到

學術類圖書了。「和《叫魂》採取的是同一個策略。當成學術著作出版的一大好處是，學術無禁忌，所有

問題都是學術問題，都可以發散」，他強調，「這本書關注的是古代史，並沒有涉及中國當代史，這也是

其能夠被『豁免』的一個原因。」

在李佳明看來，這是圖書編輯必須具備的包裝技巧。這種技巧在很多圖書背後都有所體現。 


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列謝克耶維奇描寫蘇聯解體後被長期洗腦的蘇聯人面對突如其來的「解

放」所展現的迷茫、不知所措，以及精神支柱頃刻間坍塌後無助的圖書《二手時間》在中國大陸出版，

2022年3月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打響，此書再度引發熱議。

對於這本書的「倖存」，李佳明認為這需要歸功於出版機構將此書歸類於「文學」範疇，淡化了其蘊含的

政治意義。

在他看來，這就是圖書編輯在灰色地帶可以發揮的作用，「用一些小技巧模糊圖書的敏感性，可以統稱為

逃避統治的藝術」。

而對圖書出版機構來說，學習如何「逃避統治」是一個長期的課題。 


2022年，李佳明經手編輯的一本關於女性成長的圖書未通過審核，一如往常，沒有人告知他們未被批准出

版的原因。

在編輯團隊內部進行了各種原因排查後，他們修改了圖書標題，以迎合中國大陸當下鼓勵女性生育的政策

導向。不出意外，這一次該書獲得了出版許可。但李佳明坦言，修改後的標題與書的實質內容毫無關係。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時候讀者會覺得有些書的標題莫名其妙，過審，一切都是為了過審。」

2022年7月，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新的新書《漫長的餘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出版，引發極大

關注。談及這本書的寫作初衷，羅新曾在多個採訪中強調，他想關注歷史中的小人物、關心弱者、為邊緣

人發聲，而不想再將筆墨過多的停留在帝王身上。

米克洛什·哈拉茲蒂 《天鵝絨監獄》



人發聲，而不想再將筆墨過多的停留在帝 身 。

但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豆瓣上很多讀者對於他提及的「關注小人物」提出了質疑，原因

是，細讀這本書不難發現，標題中的北魏宮女鮮少出場，作者更多着墨於北魏王室的血腥殺戮，父子、君

臣及王室諸多成員之間為了權勢的互相傾軋。整本書的筆調暴力且殘酷，揭示了在不受控制的權力面前，

中國古代王朝倚仗的儒家思想及其所提倡的「仁、恕、誠、孝」蕩然無存。

「這是否又是在影射什麼？」有讀者提問。 


在表達不自由的世界，「影射」成為了讀者尋求思想自洽的一種途徑。 


2019年3月6日，深圳書城讀書中的顧客。攝：LCT/端傳媒

在劉蘇里看來，聯想是讀者在閱讀時的一種本能反應，但不能預設作者寫作的初衷就是為了影射。「壞的

東西本質就是壞的，放在哪裏都是壞的。不能認為一個東西放在別的地方是壞的，放在你這裏就會變成好

的。這兩者之間的唯一差別就是，一個制度放在別的地方可以被批評、可以被唾棄，但放在你這裏，卻不

能被批評。」

劉蘇里認為 圖書的本質是對事物進行的研究 其任務就是揭示事物複雜的面向 內在的機理和邏輯 給



劉蘇里認為，圖書的本質是對事物進行的研究，其任務就是揭示事物複雜的面向、內在的機理和邏輯，給

與之前沒有觀察到這些面向的讀者以啓發和引導。「好的作品就是研究這些東西的，而不是歌功頌德

的」。

但這也對當下中國的知識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困難時期，守住底線，爭取出更多的好書，不只是讀者的需要，更是一個文明國家的需要。這就是知

識分子存在的價值，如果這一點沒有做好，沒什麼可說的，就是知識階層的失職，不能將責任全部推到時

代身上。歷史上有很多黑暗時代，很多人選擇站出來說話，因此被關進了監獄，甚至被絞死、被燒死。雖

然現在不能這樣要求中國的知識階層，但他們就是吃這碗飯的，責無旁貸。」劉蘇里直言。

在徐明生記憶中，中國知識分子的高光時刻發生在2012年及以前。在那個時候，任志強還能出資租賃場

地，請朱學勤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公開討論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推薦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並探討革

命與中國的開放社會等話題。

如今，朱學勤已不被允許出書及公開發表意見。2020年4月，任志強以貪污罪、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國

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被司法機關判處了18年有期徒刑。但相對於他被指控的罪名，外界更傾向於認為

這是他對中國國家領導人及相關政策的公開批評而引發的政治報復。

「通過閱讀獲得解放」 


「由於政府開始進行動員，並要求公衆遵循國家支持的制度和規範，人們逐

漸在不同程度上與政府共謀，鎮壓了他們自己。」

作為參與1989年天安門抗議的學生，劉蘇里曾被捕入獄，出獄後創辦了萬聖書園，它被公認為是中國大陸

收納了最全思想類圖書的書店。

首次出入萬聖書園的人均會被高懸於書架之上的「通過閱讀獲得解放」幾個大字震撼到，這一大膽且極具

政治意味的標語與當今中國的文化環境格格不入。

對於如何定義「解放」，劉蘇里解釋說，一個人有了自我意識後，終其一生都在追求解放，而解放在很大

意義上是指思想不斷覺醒的過程，即不斷變得自由的過程。在他看來，與社會和文明的進化一樣，人的進

化也需要不斷的破除禁忌

楊·格羅斯 《鄰人：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



化也需要不斷的破除禁忌。

但當禁忌不但沒有被消除，相反還在不斷發揮作用的時候，一個社會的文明及身處其中的人也會走向相反

的方向。

「在大時代面前，個體太過渺小，只能被碾壓」，但劉蘇里同時指出，如果有更多人一起努力，也許會抵

擋洪水滔天，甚至改變潮汐的方向。

事實上，有很多人確實在努力，只是沒有成功。 


豆瓣上流傳着一份名為「有版權，但無法出版」的圖書清單，其中包括理想國譯叢的《人民的悲劇：俄國

革命的歷史1891-1924》《俄國革命史：1891-1991》《日瓦戈的孩子：俄國最後的知識分子》；甲骨

文叢書的《浩劫之地：希特勒與斯大林之間的歐洲》《斯大林：權利的悖論1878-1928》《伊萬的戰爭：

蘇聯紅軍的生與死1939-1945》《前朝舊人：俄國貴族的最後歲月》《崩塌：柏林牆的意外開放》《斯大

林：紅色沙皇的宮廷》等；以及其他多家出版社包括《遙遠的的目擊者：阿拉伯之春紀事》《列寧的墳

墓：一座共產帝國的崩潰》等書在內的大量社科圖書。

對於這些無法見到天日的書目，徐明生表示：「中國現有體制承襲蘇聯，從這個層面來說，他國即是我們

的鏡子。他們走過的路，不管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當然多是失敗且反人類的，都能為我們打開一扇認知

自己的窗戶。但是很遺憾，現在，這些窗戶都被關上了。」

作為圖書編輯，周曉認為自己及很多圖書出版行業的從業者都是有情懷的，但同時也坦承已越來越習慣於

自我審查，並將其內化為了一種能力。

「我們清楚讀者想要看什麼書，但在中國，圖書出版與其他市場經濟模式下的商品不同，供需關係並不能

完全由市場決定。相反，作為出版商，尤其是以盈利為目的的民營出版公司，我們只能在保證安全的前提

下，去迎合更多一般受衆的需求」。

他曾做過一道算術題：一本拿到了版權但無法出版的書，會對出版社帶來多大的損失？「大概十幾萬人民

幣，其中包括1至2萬美金的版權費用，2萬人民幣左右的翻譯費用，以及相應責任編輯大概兩萬左右的工

資。」

周曉所在的出版公司已經上市，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選擇餘地被大幅縮小。出版可以盈利的書，以在資

本市場對股東負責，成為了他們的重要任務。



《毛澤東選集》。攝：LCT/端傳媒

那麼什麼樣的書安全且可以盈利？ 


「十年前，『啓蒙』是社會主流導向，現在，愛國生意如火如荼，就看你願不願意做了。」徐明生表示。 


曾有相關部門向徐明生伸出橄欖枝，問他願不願意接下一項國家重大選題的圖書編撰工作，並對他表示，

這項工作的收入足以讓他和他的團隊在一年內賺得盆滿鉢滿。但他拒絕了，「我還沒墮落到那種地步」。

對當下這種導向，李佳明感到憂心忡忡，「國家並不想讓大衆接觸更多有深度的圖書，相反，卻樂於見到

大家被垃圾短視頻包圍，鼓勵娛樂消費，希望更多的人醉生夢死。換句話說，思想混沌的群體更容易被控

制與操控，這也是圖書被消失後，作為受益方的國家最喜聞樂見的地方。」  
根據統計數據，美國人2022

年的平均閱讀數量為12.6本，中國在2021年的最新統計為4.67本。

在徐明生眼裏，「資深」在圖書出版行業並不是一個好詞。「『資深』意味着曾經經歷過榮光的洗禮，也

正是因為這樣，太多的人容易沉溺於過去，變得期期艾艾。」

更為現實的選擇是，同周曉一樣，依託當下除「愛國」以外的市場需求去制定出版目標，「我經常逛小紅

書和抖音，想要了解年輕人在想什麼，他們需要什麼」，徐明生說。



但劉蘇里選擇不妥協、不迎合。 


作為一家沒有商業推廣，純靠口碑進行傳播的書店，劉蘇里對萬聖書園頗有自信，「很多年輕人通過各種

渠道知道了這裏，他們在這裏體驗到了之前從未有過的書店經歷，然後他們就再也沒走過。而即使這些年

輕人走了，還會有新的人補充進來，他們共同構成了我們的讀者基礎。」

荒誕的是，與萬聖書園同位於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的中國最高學府——清華大學，在官方公布的2019年至

2021年圖書館借閱排行榜中，《毛澤東選集》連續三年位列榜首。清華大學新聞學院2022年開學典禮

中，學院教授李彬直接表示毛選文章是講好中國故事的典範。

對此，吳清翔感慨：「現在的學生太可憐了，想要尋求思想的突破，卻只能寄情於毛選。」 


應受訪者要求，吳清翔、周曉、李佳明、徐明生為化名。


